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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新时期小说“北京想象”的流变过程，指出新时期小说对北京的建

构包含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作家们主要是努力建构北京的传统形象，但是这种传统形象到

第二阶段便不断瓦解，最终到了邱华栋等作家手中，传统的北京形象完全消失了。 

  关键词： 新时期小说 北京想象 传统 

  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历史和文化都城，北京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对象。从五四以来，无

数的现代作家都用他们的笔描绘过这个城市，尽管在不同时代，这些作家的叙述笔调和叙述内容各

不相同，但是这些作品似乎总是包含着一些“共同的主题”，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性”的东西。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这样论述“传统”，他说： 

  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

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

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 

  希尔斯认为一种范型持续三代人以上便可以成为传统。 传统可以是看得见的事物譬如建筑

物、雕塑和书籍，也可以是看不见的文化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信仰。从希尔斯对传统的论述可以

说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北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了自身传统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就在于它的

“传统性”。这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北京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建构了自身的文学传统的城市，‘京

味文学’则是基于这一城市的地域文化特征所形成的文学形态的一种命名。” “京味小说”在解放

之前就已经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萧乾、

废名、师陀和林徽因等人结成了一个松散的“京派”作家群落，他们之中虽然并不都写北京，但他

们都和北京密切关联，他们的生活态度、处事行为以及文学观念，与北京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密切

关联，他们和处于上海的作家群显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赵园在《北京：城与人》对这种

艺术风格作了详细分析，她用“乡土-北京”概括北京的“传统性”，她认为正是这种“乡土-北

京”契合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灵魂，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乐意亲近北京、描绘北京：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

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

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的丰富性。 

曾一果:传统与变迁:新时期小说中的“北京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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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 

 

李欧梵教授演讲《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王璞：“灰色地带”的意义 

  “北京”之所以受到现代知识分子欢迎，是因为北京这个文化都城和联系着中国自身的历

史，代表着乡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知识分子在它的身上获得到了一种“共同文化经验、共

同文化感情”。在这座城市中，人与城的关系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赵园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极其认同乡村，认同乡土，普遍厌恶城市，但在“普遍的城市厌恶(尽管仍然居留于城市)中把北

京悄悄地排除在外。” 与此相反，上海地区的作家总是表现人与城市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在老

舍、林语堂和张恨水等的著名小说《骆驼祥子》、《京华烟云》和《金粉世家》等小说中，北京都

给人一种亲切感，尽管老舍的《骆驼祥子》的基本主题是“生命是一部委屈”，这部小说描写了祥

子在北京不幸的人生遭遇，但祥子对于北京的印象并不坏，他宁可死在北京也不愿离开它，有一

天，祥子在兵荒马乱中逃回到北京城时，小说这样描写骆驼祥子对“北京”的心理感受： 

  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

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着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

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古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

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

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 

  祥子在忍辱负重中依然深爱着北京，因为他与北京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精神联系，这些精神

联系通过在天桥的杂耍、琉璃场的古玩等等媒介联系起来，他们是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所以尽管

有时祥子没有钱，但他站在北京的街头仍感到快活，比如过年时祥子在城市里四下走动，他看到了

热闹的场景，“祥子是立在高兴的那一面的，街上的热闹，叫卖的声音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

息，好饭食的想象。” 然而，北京提供给叙述者的“共同文化”感受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却

无情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城墙、古玩市场、京戏，只有样板戏、革命歌曲的“新北

京”，这种变化让上个世纪70年代想法设法从台湾、美国回到北京，寻找那种共同文化感受的一些

流浪的、离散的“北京人”大失所望。 

  二 

  但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当代作家又逐渐恢复了对北京的“文化记忆”，开始

在北京这个城市身上寻找一种离散已久的叫着“传统性”东西，他们开始构建北京的“传统”身

份。不过，新时期作家的“北京想象”自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而在此变

化中，北京“传统性”的身份曾经一度被建构，但随之又被新的叙述打破。阅读一下新时期的作

品，我们大致可以将新时期以来的“北京想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前后，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群作家积极重构北京的“传统形象”。这群

作家包括汪曾祺、邓友梅、陈建功、王蒙、刘绍棠、陈祖芬、张洁、林斤澜等人，他们集中在《北

京文学》周围，他们的作品影响甚大，多以北京的生活、文化和历史为描述对象，尽管有些小说家

并不是北京人，小说也不以叙述北京为主，但这些小说却都具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要找民族

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资源。1982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

族传统》一文，号召作家们不要怕写过去，要敢于描写“民族传统”，他说：“旧社会三十年，新

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准。” 北京市

中国历史最悠久，也是近代最有名的帝都和文化之都，回到民族传统自然要从北京开始。和汪曾祺

具有同样看法的还有许多人，这些作家大都围绕在《北京文学》这份刊物周围，早在1981年《北京

文学》发了一组文章：有刘梦溪的《关于北京作家群》、刘绍棠的《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等，刘

梦溪等人的文章都雄心勃勃地要建立具有“北京味”的作家群，刘梦溪的文章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

单：王蒙、陈建功、陈祖芬、甘铁生、汪曾祺、张洁、谌容和李驼等，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文坛

名家。刘绍棠声称：“现在，建立北京乡土文学的时机成熟了。” 刘绍棠一方面想到了北京这个城

市，另一方面很自然地把北京和整个乡土中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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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重建北京的“传统形象”实际上隐含着当时作家对“文革”，乃至八十年代初期社

会过度“政治化”现状的不满，因此，他们希望“重建传统”让人知道自己的历史，自己和别人的

关系以及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汪曾祺后来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进一步解释了他为什么要

提出“回到民族传统”，他觉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刚刚开放，人们对未来把握还不是很准确，

需要回头重审传统，才能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就这样，一批后来被命名“京味小说”的

小说诞生了。 

  无论是汪曾祺的小说、还是陈建功的小说，尽管他们所描写的对象不同，但是他们所表达

的思想却很接近，他们都认同传统的秩序观念、道德意识和人际关系。陈建功、赵大年的小说《皇

城根》(1992年)这样北京的四合院：“按照老派的规矩，一座四合院，哪间房子住什么辈分的人是

有讲究的。大门开在哪儿，厨房安在哪儿，同样也有讲究。金家也不例外。” 这就是他们想象中传

统的魅力——长幼有序、尊卑分明。 

  汪曾祺、陈建功和邓友梅等人的小说都重构了东方式的“人”与“城”之间的关系：强调

人与城市之间的融合而不是对立。小说中人物和他所在城市的人群、风俗和建筑构成了海德格尔所

说的“上手”关系。这些京味小说继承了老舍开创的叙事风格，将北京“想象”成一个具有强大融

合力的“传统性”城市，他们所描写的对象基本是民间的、底层的事物，而在80年代之初，邓友

梅、陈建功这些小说家在对都市底层社会的描绘中，自然就勾勒了一幅城市风俗图，“风俗画”目

的在于为城市建构另一种“历史叙事”，汪曾祺很倾心于这种风俗画式的叙事笔法，既然是历史产

物，它们当然也反映了历史形态本身，这些京味小说从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重新想象北京，使得

北京远离革命、政治话语的构建的政治形象，因此显得别具特色，所以成为一时风潮。邓友梅、汪

曾祺等人对北京“集体想象”有很大贡献，他们使得北京摆脱了政治大叙事的沉重面孔，他们重审

了传统范型的价值。但是传统的局限又是很明显的，“传统性”说到底是背离现代社会的，因此邓

友梅等作家想象和重绘的“传统性”城市空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文化困境中，正如赵园所指出的那

样，在20世纪漫长的时期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北京是乡土中国的典范： 

  乡土感即源自熟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

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

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因

而纵然未亲践这片土，也无妨将北京作为熟悉的文本，凭借现有文化编码可以轻易地读解的文本。

尽管现代生活的活力在于不断造成文化的陌生感，造成陌生经验与陌生语义，你仍会在面对北京时

感到轻松与亲切。因为你是中国知识者。 

  如果漫长到令人惊叹的乡土社会历史不曾留下某种深入骨髓的精神遗传，才是不可思议

的。有哪个居住大城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底一隅不曾蛰伏着乡村梦!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

中国’充分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

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它是属于昨天、今天、明天的城，永

远的城。 

  赵园称“北京”比乡土更乡土，既是北京的优点，却又是其致命的弱点。它集中了整个中

国民族传统的精华和糟粕，这使它和现代都市社会很难联通起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北京”都

缺少现代都市意味，尽管北京也不缺乏上海那样的舞厅和电影院，但给人的感觉总是过于陈旧。所

以当80年代初的北京作家雄心勃勃地要建立一个“北京文学”，却也只能像刘绍棠所言，只建立了

一个“北京的乡土文学”。而且绝大部分“京味作家”对“传统性”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想象层面

上，他们所描写的对象(传统的器物、制度和文化)多已不属于现实世界或者正在趋向消亡，在这种

想象层面里，“传统”具有了审美化和趣味化的特征。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和《四海居轶

话》和《索七的后人》的都以“老北京”市民为描写对象，他沉浸在这些人物背后的“知识考古”

和“文化想象”中，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民俗小说”，他说：“《烟壶》 、《四海居轶话》、

《索七的后人》三篇，是《那五》 之后我一口气写的三篇所谓‘京味小说’，是我表现北京市民生

活系列小说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这些叙述中，传统只是停留在想象层面，真正的传统并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

情况是一些作家越来越沉浸在对传统的器物层面的描绘中，而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的重



建，邓友梅等人津津乐道地想象传统事物的民俗和器物，实际上是摆弄个人对“传统物”的知识，

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我们已说过刘一达、陈建功等人的作品除了哀叹北京胡同的消失外，再

难有新的话语出现，刘一达的《北京爷》、《人虫儿》、《古都子民》、《咂摸北京》和《胡同根

儿》都陷入了琐碎的奇闻怪想中，他的京味叙述越来越让人感到了过于沉闷古旧的城市气息。1984

年《人民文学》第6期发表了北京作家李国文的《危楼记事》，在小说中作者不得不承认： 

  这大概也不是危楼出不了圣贤豪杰，也出不了江洋大盗的原因，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市民心

理杂交的结果。 

  北京承载了太多小农和小市民杂交意识，而这和北京的大首都形象并不符合。老舍实际上

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早年留学英国，游览了好多国家，他的小说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精神，很多小

说超越了国家与种族界限。在《猫城记》里老舍即以新加坡为例，构建一种新型独特的国家城市形

态。老舍的“京味”小说虽然大量地展示北京的民俗、语言和底层人物，但是他始终对市民世界持

有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所以在《骆驼 祥子》中，我们看到的“北京”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

具有世界性，作者的眼光具有了世界意识。而新时期以来的京味小说家都没有老舍的世界视野，他

们沉迷于“传统”而不能自拔。随着社会转型，刘一达、陈建功等人小说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北

京的“传统性”和它日夜递增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传统性”越来越不被新的

作家认同，这点我们从《北京文学》刊物风格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1986年后，林斤澜和李驼担任

了《北京文学》的主编和副主编，这两个人都曾是“京味”十足的作家，但正是在这两个京味十足

的作家当主编期间，《北京文学》悄然发生了变化，大量发表的是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而不

是邓友梅等人的“京味小说”，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年)，刘震云的《单位》(1989年)

都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这不能不让人觉得诧异。 

  而这种变化实际说明，“传统性”北京想象的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北京形象”的

建构，新的“北京形象”要摆脱北京的传统性、乡土性，建立现代性、都市性的北京，这就是新时

期以来作家对“北京想象”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986年到1994年。代表作家是李驼、王朔，他们

开始变革“北京形象”，建造“纸上的新北京”。李陀起步最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上

海文学》，而不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具有强实验性文体小说《余光》，小说描写一个“北京

人”走在大街上用眼睛“余光”观看北京“这里满街流动的都是他听惯的北京话。但是他还是有一

种身在异乡之感”，主人公“余光”中“北京”已非常“现代化”、“都市化”，以至主人公产生

了一种“精神的焦虑”。相比之下，陈建功《轱辘把胡同9号》中的“北京”是多么“土气”： 

  我们北京的这种小酒店，大概你没看过。三两张小八仙桌，十来把凳子。除了卖酒，兼受

糖果烟茶。有的是夫妻店，有的由几个老头儿合营。店门口经常停着几辆平板三轮儿，车把上还搭

着包袱皮儿呀，大棕绳呀，一眼便可知这是咱这号市井小民——拉大件的，糊顶棚的，“引车卖浆

者流”光顾的地方，杯酒下肚，就想找个人拉个话儿，从匝巴酒的滋味儿开始，继而到海上奇闻，

家长里短。 

  “我们北京的小酒店”，“老头儿”、“夫妻店”，这些形象在这里都变得颇有意味起

来，“小”一词使得北京犹如一个乡村集镇，这个“城市”简直比“三言二拍”中的城市还显得土

气，人物的年龄、举止和言谈也都是乡村气的，这些人物最喜欢的活动是聊天，拉家常，而“家长

里短”是中国乡土社会最典型的日常社会活动。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纸上形象”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而变化从后来备受争议的

作家王朔开始，80年代中期时，王朔创作了大量描写北京的小说，他一反京派小说为北京建构的

“传统形象”，成为第二阶段中变革北京形象的主将。在《玩主》，《过把瘾就死》、《橡皮

人》、《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狼》和《无人喝采》等小说中，虽然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群吃喝

玩乐的城市人物，但已经看不到《那五》(1982年)和《烟壶》(1984年)中九爷那样的吃喝人物了。

王朔也描写北京的传统器物和建筑，在《无人喝采》开头就有一段对古都的想象性描写：“层层叠

叠的皇宫金顶，在落日的余辉下近乎熔解地流淌着道道烈焰。” 但是，传统在王朔的小说中却发生

了变异，“传统”成了对传统自身的揶揄和嘲讽，王朔所描写的皇宫给人的感觉居然有着浓郁的现

代色彩。王朔对于北京“传统性”的不满，其实通过他对老舍的批评就可以看出，王朔认为老舍的

京味小说有很大局限，他说：“在《四世同堂》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北京话作为一种方言的局限



性。尽管它和普通话十分接近，很多口语可以直接进入文字，不必修饰，但作为一种通用的书面叙

述语言还是不够丰富和面面俱到。” 王朔对北京语言的批判实际上是间接批判和否定了邓友梅等人

的“京味小说”，所以从王朔开始，对“传统性”北京形象的颠覆愈演愈烈，北京特有的文学传统

渐渐“声名日下”。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北京离它的“传统形象”就更加远了，像有学者所描述的

那样，随着社会转型加快，北京也开始迈向世界，投入到全球化潮流中，逐渐朝向一个国际性大都

市变迁， 这个时候，作家的“北京想象”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仍然出现了大量描写北京的

小说，譬如彭明艳的《北京生活》、邱华栋的《摇滚北京》、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 但是这

些小说不仅和邓友梅的小说有很大区别，而且和王朔的小说有很大差别。这些小说都把北京想象为

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大都市，他们要建构的是超级“现代性”的，而不是传统性的“北

京”。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1991年)首次把用“北京人”作为北京的象征符号放进了全球化

的城市谱系中，描述北京人在美国纽约的生活、工作和恋爱情况，主人公王起明在纽约的种种遭遇

乃是北京在世界城市中位置的一个隐喻，这个城市不在是伟大的东方帝都，一个中心的文化城市，

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其他方面，它的形象都显得那么微弱，单薄。当然，在另外一些作家如邱华栋

的笔下，北京却被叙述成一个现代化的“巨型怪兽”。从1994年开始，邱华栋便试图将“北京”带

进一个新的天地，作者虽然时时要表现出自己的乡村世界的怀念，但是却热衷于描绘大都会，尽管

有时会用批判地口吻去描绘，但在批判的背后，不经意地就流露出一种大都会的沾沾自喜之情。 

  邱华栋的小说首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邱华栋的北京想象和上海其

实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邱华栋能够成为“新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家，就是因为他描写的城市具有

上海的那种“现代性”。但邱华栋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北京，他要让北京从一个最保守的传统古都变

成一个最前卫的现代都市，这个城市不再是充满乡土气息，而是放荡不羁，带有一种具有诱惑性、

寄生性和异化性的“大都会”。不过，他的想象并不成功，反而破坏了北京形象。邱华栋没有像邓

友梅、陈建功等人那样将北京当作精神本源和文化故乡而加以“想象”，他是从一个“外地人”的

视角想象北京，他将北京当作一个“异化的物理空间”，这个异化空间在叙述者看来不仅和精神毫

无联系，而且还使得人们丧失“家园”： 

  对于他们而言，都市只是一个‘环境’，是演出人生戏剧的必不可少的背景，而并不是真

正的“家园”。 

  邱华栋对于北京的想象仅仅是将它看作一个高楼群起的现代“巨型怪物”，而没有上升到

历史和文化视野去想象和把握北京，其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描写这些人在这个巨

型城市面前的各种故事。《乐队：摇滚北京》描写一群乐手在北京闯荡的故事，《手上星光》也描

写两个外地人来到北京淘金。在邱华栋的笔下，我们完全看不到四合院、胡同这些老北京的城市场

景，相反小说中的北京让人想起“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手上的星光》是邱

华栋早期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了作者是如何想象一个不同于传统性的“北

京”，小说开场就描写了“我”和另外一个叫杨哭的主人公从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

气。而这个“北京”已经跟陈建功、刘一达笔下的传统型“北京形象”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观，

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全球性城市。 

  这座城市以其广大无边著称于世，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由高楼大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

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我们俩多少都有些担

心和恐惧，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般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

无情地消耗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在这座充满了像玻璃山一样的楼

厦的城市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得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

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

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援的其它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 

  这个“北京”不再是那个温暖的富有母性化、乡土化的“北京”，而是妖魔化、全球性的

超级大都市。邱华栋的“北京想象”显然和陈建功、刘一达等人完全相反，他彻底改变了北京固有

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将北京想象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全球城市，这和北京的传统性身份

相差甚远，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建构和文化积累，他对北京的想象并不成功，有很强的模仿痕迹，

主要模仿了20世纪30年代穆时英、刘纳鸥等人的小说，有明显的“上海化”倾向，邱华栋的“北京



想象”反而使得北京失去了“独特性”。北京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传统，失去了传统的“北京想象”

也就很难成功。 

  结 语 

  在上面，我们简单地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出发，简单地梳理了新时期北京想象的三个历史阶

段，及其各自特征。而在简单的勾勒中可以发现，北京的传统性在20世纪80年代被建构起来，但随

后又衰落了，继续走邓友梅、林斤澜、何立伟、陈建功那套追求传统性的构建，沉溺于对四合院、

胡同大院中日常生活的想象显然已经过时，和北京日益变得现代化的趋向不相吻合，已经不符合20

世纪末北京的大都会语境，而王朔、邱华栋的“北京想象”一步一步将北京带进了现代社会中，他

们为北京建立了“现代性”形象，但是他们的建构也是不成功的，他们将北京想象成一个没有传统

的城市，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 

  如何拓展北京的传统，使得“传统”在现代社会有一种历史的连续形态，同时又避免走入

邱华栋那样浅薄夸张的个体想象，建构符合北京特色的文学想象，可能是描写北京的作家急需要解

决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与上海相比，其城市想象确实衰落了，变得没有自己的特点，相

比于北京，上海想象伴随着上海现代性的重新崛起而崛起了。所以，赵园在比较了20世纪后期“北

京书写”和“上海书写”之后不无悲哀地写到： 

  “两极”正不复存在。经济改革最终拆毁着两极格局，削弱着同时又可能强化着上海的地

位，——却不会是在原来的意义上。京沪两地所拥有的文化力量仍将继续扩张。在这过程中，北京

与上海形象都将被重塑。作为两个大城，它们仍是意义丰富的文本，只是语码及读解的方式不同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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